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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减法到加法：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与《东方圣母像》的

媒介转译研究
寇向丽

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

【摘 要】：本文以明代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与晚清土山湾画馆《东方圣母像》为研究对象，考察圣母图像在中国本土化进程

中的媒介转译机制。对比分析表明，在木刻媒介条件下，工匠受制于材料与刀法工艺，对图像进行线条化、平面化重构，形成符

号压缩的“减法转译”；在油画媒介条件下，画师借助材料物性优势，主动增补本土服饰、色彩观念与民俗纹样，实现视觉扩容的“加

法转译”。研究推论，技术媒介并非中性的图像载体，其物质性转型深度参与了跨文化视觉建构，并重塑了文化适应与本土认同的

实现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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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时期天主教随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中国。为推行传

教，耶稣会士采取本土化路线与“适应”策略，开创了中国天主

教本土化设计先河。在跨文化传播中，传教士与本土工匠协作，

将西方宗教艺术融合中式哲学思想与视觉惯例，赋予宗教画像

独特的本土视觉特征。该过程不仅停留在图像符号与色彩体系

的表层融合，更深层地体现了技术媒介的物质性制约与视觉创

新[1]。

综观现有文献，关于中国风圣母子像的研究多侧重于图像

符号的转译。如董丽慧学者的《误读式融合：“中华圣母像”的

跨媒介制作与跨文化传播》，侧重于本土工匠在跨媒介复制中

的能动性及展陈语境变迁，但对技术媒介的物质性局限与赋能

如何反向塑造视觉语言的系统论述尚未完善。此外，相关绘画

史研究虽涉及明清中西绘画技术交融，但较少将早期木刻版画

与晚期西方现代油画媒介置于同一演进脉络进行横向技法对

比[2]。

基于此，本文选取明万历徽州木刻版画《程氏墨苑》“天

主图”与晚清土山湾画馆油画《东方圣母像》为个案。两者代

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与技术媒介下的本土化设计实践。本文从技

术特征、符号转译及生产机制三个维度对比分析技术媒介在圣

母像本土化中的角色，以此揭示中西视觉文化交融中设计策略

的变迁。

1 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的木刻转译策略

《程氏墨苑》为明万历年间徽州制墨大师程大约编纂的墨

谱，旨在为文人提供墨锭纹样。其中收录的“天主图”由徽派刻

工黄氏家族雕刻，系现存中国最早的基督教主题木刻版画之

一。该图样式衍生自西方经典“奥狄基提亚式”（指路圣母）圣

像[10]，视觉原型构图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油画《塞维利亚的

圣母子》高度相似，均强调圣母的尊贵身份与华丽服饰。然而，

当具强烈明暗对比与写实特征的油画原作转译为中式木刻版

画时，媒介的物质性刚性限制引发了“减法转译”。

西方原作《塞维利亚的圣母子》依托亚麻布基底与多层罩

染技法，利用铅白、群青等矿物颜料堆叠，实现面部光影的柔

和过渡与立体质感[3]。而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以梨木板为载

体，受单线阳刻技法局限，创作者被迫剔除异域原作依赖的擦

染晕散等体量表现，转而采用具强烈徽派版画特色的“铁线描”

技法进行线条语言的彻底置换[6]。

“天主图”完全剔除西方原作中大面积的阴影层次与微妙

的黑白对比，将复杂的衣褶简化为刚劲有力、均匀分布的平行

弧线[5]。这种“以线代面”的策略，一方面直接受制于木刻刀具

雕刻渐变调子时的技术短板；另一方面，它巧妙呼应了中国传

统人物画“骨法用笔”的审美惯例，使异域神祇获得本土化的“骨

力”。在圣母袍服下摆处，刻工运用了明显的“钉头鼠尾”刀法，

此程式化技法广泛见于黄氏刻工同期雕刻的佛教版画如《观音

三十二应身图》。相比西方同题材通过交叉排线表现细腻光影

的铜版画，“天主图”呈现出纯粹由木刻刀痕塑造的徽派版画风

格。

西方油画原作《塞维利亚的圣母子》严格遵循单点透视法，

通过圣母宝座中轴线与地面瓷砖延伸线的交汇，构建具备景深

感和仪式感的“神圣剧场”。但在木刻版画“天主图”中，由于木

刻无法有效表现透视景深，创作者因势利导，对其进行了平面

化重构。西方常见的半身圣母子肖像在本土语境中被全面改造

为全身像。这一空间重构根源于当时的律令处罚与社会心理，

如鲁迅在《论照相之类》中所言，民间对“半身像”多有避忌，

视其为“腰斩”[4]。因此，刻工在精确摹写上半身衣纹的同时，

下半身则以典型的中国画法一扫而过，以形体的完整性消除心

理压迫感。

为了适配明末高度成熟的版画套色与饾版工艺，创作者在

画面中引入了似有若无的“花栏”外框[7]，将画面空间巧妙分解

为前景、中景与背景三层。前景处的圣母子以单线平涂呈现，

规避光影；中景则由程式化的屏风云纹充填，保持画面统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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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部分的山水纹样，则直接取材于《程氏墨苑》中现成的“山

水类”墨模[8]，融入了浓厚的中式传统山水画韵味。这种分层设

计不仅在视觉上形成了具有节奏感的装饰性平面，更在工艺上

确保了色版相互套合时，即使发生细微错位亦不会破坏整体画

面，体现了对木刻印刷媒介特性的深度掌控。从技术层面看，

板材的物性、构图的平面化以及刀法的程式化，共同促成了“天

主图”即使在严密复刻原作造型的前提下，依然散发出浓烈的

中式风骨。

2 土山湾《东方圣母像》的油画媒介转型

步入晚清，西方现代油画媒介以全新的工业化与学院化姿

态再度深度介入宗教本土化设计。1908年，保定东闾教堂的雷

孟诺神父为了强化教堂礼拜的庄严感，提出绘制一幅具备“中

国样式”的圣母肖像油画[10]。该画最终由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孤

儿院附设的“土山湾画馆”完成，由画师刘德斋主持创作，并于

1924年正式定稿[12]。该图像以法国学院派大师安格尔的《圣母

崇拜》为面部参考，同时以清宫慈禧太后的桌屏肖像照作为服

饰样式与整体构图的本土化蓝本[14]。相较于明代木刻版画的被

动适应，油画媒介的丰富表现力为本土化设计带来了技术赋

能，呈现出“加法转译”。

虽然油画在清宫与部分沿海地区早有传播，但在晚清以

前，由于颜料依赖进口、色彩种类有限，油画对大众而言仍较

为陌生[9]。土山湾画馆引进全面、正规的西方学院派美术教学

体系，学徒在掌握油画材料物理特征的基础上，开始主动重构

西方宗教视觉语法[11]。在《东方圣母像》绘制中，刘德斋在西

方油画模式中注入浓厚中国化色彩，突出表现为独特的“白描

风格”[12]。他利用油画颜料高可塑性、易于多层重叠与渲染的

特征，以铅白、赭石、花青等调和出低饱和度的中间色系统，

刻意弱化西方古典油画中强烈的明暗过渡。圣母面部鼻梁高光

被改为细腻平涂，颧骨阴影则以中式水墨般的渐层罩染替代。

这种技法调整直接因应了本土审美禁忌，油画媒介柔和的衔接

能力完美化解了民间对西方写实主义“阴阳脸”的文化排斥。

由于油画媒介不具备木刻版画的色版限制，画师得以在画

面中自由添加具极高政治与文化辨识度的本土色彩及纹样符

号。西方基督教视觉传统中，自 11世纪以来蓝色因神圣尊贵

成为圣母服饰专属色，而黄色在中世纪后期常被视为背叛与邪

恶的象征[9]。但这与满清王朝的“明黄崇拜”截然相反。为在本

土彰显圣母最高威严，土山湾画师在《东方圣母像》中进行了

色彩象征性的本土化并置：圣母身着皇室最高等级的明黄色旗

装，外罩西方传统蓝色地氅衣。这种色彩的“加法”混搭，成功

借用本土最高权力的视觉符号，淡化了异教意识形态冲突。

土山湾画馆的学院化教学要求学徒同时临摹《芥子园画

谱》与西方圣像[13]。在工业化与规模化的生产机制下，画馆学

徒展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能动性[11]。在工业化与规模化生产机制

下，画馆学徒展现出高度文化能动性。画馆教学实践普遍强调

圣像的中国化表达。随着本土画师参与度提高，圣母形象脱离

西方高鼻深目的传统范式，转而呈现出契合中式仕女画审美的

柔和轮廓与细长眉眼，以含蓄神态提升本土认同，体现出画师

在跨文化视觉转译中的主动创造。

在构图细节上，油画媒介通过细腻的笔触添加了大量本土

符号：在构图细节上，油画媒介通过细腻笔触增补了大量本土

符号：圣母身着蓝地金花草纹大氅，右衽挂饰珍珠并佩戴旗装

领，展现出晚清道光朝以来日趋奢华的贵妇装扮[14]；除此之外

圣母子背后的帏布上装饰连续的“卍”字纹，含有给慈禧祝寿的

用意。画像中具有明显的西式元素又充盈了当时的中式特点。

与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不同，《东方圣母像》的本土化

建立在油画媒介丰富表现力的基础之上。画师不仅保留原有宗

教图像核心特征，还主动引入中国传统服饰、色彩观念及装饰

纹样，实现文化符号的持续增补。其本质是一种借助媒介优势

完成视觉扩容的“加法转译”过程。

3 媒介转译机制的差异生成

两种技术媒介本土化转译策略的巨大分野，本质上是由其

背后的生产机制、经济属性及受众定位决定的。

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的生产机制与受众定位，深刻反映

了晚明徽州地区商业出版与文人文化的互动逻辑。其生产机制

是典型的徽州刻工“家族作坊制”，父辈负责依稿勾描，子辈执

刀精雕，学徒分工填色，具极高程序化印刷效率与经济效益。

作为出版商的程大约，其核心经营理念是“制图务求雅驯，以

投士林所好”。因此，“天主图”印制时被收录于《程氏墨苑》的

“缁黄类”，与本土佛道图像平起平坐，核心受众是士大夫与文

人阶层。在功能上，它通过高档棉纸印刷，从纯粹的“宗教崇

拜圣像”被异化为文人彰显“博雅、猎奇”的案头消费品与外交礼

品。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敏锐指出，文人多将其视为“异

域丹青”进行审美鉴赏，罕有真正奉教崇拜者。这种文人市场

导向，决定了其转译策略必须是追求“雅驯”与平面装饰性的“减

法”。

与之相对，土山湾画馆《东方圣母像》则植根于晚清至民

国时期西方修会引入的现代学院化工业生产机制。土山湾画馆

作为天主教艺术生产中心，本质上是一个带商业性质、工场化

的美术工艺作坊。它通过标准化流程和流水线分工，规模化复

制欧洲油画名作售卖，以回笼资金维持运转。该画创作目的明

确：直接服务于广大本土天主教信徒的教堂礼拜与民间自发信

仰。其受众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知识精英，而是广大的民间乡民

与信众。为降低民间对异教神学视觉的排斥，画馆采取“工笔

加西洋色彩”的兼容技法，通过添加慈禧服饰、如意纹、卍字

纹等民族符号进行“加法”转译。这种“以俗贴近大众”的实用主

义定位，使其利用油画媒介的物质优势，最大化迎合了民间审

美与信仰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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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已通过传教士接触到西方铜版画及印

刷技术，但由于本土木刻套印体系更为成熟、成本更低且具稳

定市场基础，新技术并未大范围传播。相比之下，土山湾画馆

通过学院化教学与工场化生产机制，使油画技术真正实现本土

扎根，并进一步转化为视觉创新的动力来源。

4 结论

《程氏墨苑》“天主图”与土山湾《东方圣母像》的跨时代

对比，揭示了技术媒介在跨文化设计实践中的核心建构力量。

明末木刻的“减法转译”，本质上是技术硬性限制下的被动创

新。工匠受限于梨木板材与刀具物理物性，被迫过滤西方古典

油画的光影立体度，形成以线代面的独特视觉语法。这种“减

法”印证了艺术史中的“媒材记忆”理论：旧媒介的视觉惯例会以

隐性基因形式，寄生并延续在新引入的异域图像载体中。相反，

晚清土山湾油画的“加法转译”，则展现了技术赋能下设计创作

者的主动创造。油画颜料在延展性、色彩重叠度及材质表现力

上的巨大优势，赋予本土画师混合中西技法与大面积叠加本土

民俗符号的能力。这表明技术媒介绝不仅是冷冰冰的承载工

具，它本身就是一种规定了文化适应边界的语法框架。

这一历史经验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跨文化设计提供了

深刻的双重启示：媒介物质性的技术限制未必是艺术创作的绊

脚石，反而往往能逼迫设计师因势利导，催生出高度本土化、

风格化的视觉新语法；跨文化设计的成败关键，取决于媒介特

性、生产机制与受众定位的深度共振。无论是木刻以“雅”投合

晚明文人，还是油画以“俗”贴近民国大众，真正的本土化设计

绝非符号的机械挪用或技术的盲目移植，而是跨越历史时空，

实现媒介物质性、文化能动性与人性情感需求的深度交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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